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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維權與中國憲政轉型

──以太石村為例

⊙ 朱中原

 

2005年7月，廣州市番禺區境內爆發了以太石村村民與當地政府及警察之間的大規模的暴力衝

突。事件的起因是太石村村民因不滿村委會的換屆選舉，遂通過司法程序要求村委會進行重

新選舉，並組織村民日夜守衛村委會財務室，以防當地政府部門人員進入肆意篡改賬目，而

且組成了以村民馮秋盛等為代表的普法宣傳與維權運動團體。然而，馮秋盛等人的普法宣傳

行為卻遭到了當地政府部門及警察的暴力干擾，並引發了大規模的暴力衝突。暴力衝突是以

地方政府派警察施暴為開始、以村民大量流血犧牲為結局的。此一事件被海外媒體披露後，

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並迅速引起了國內社會界、知識界尤其是網絡界人士的廣泛關

注與強烈反響，被稱為「太石村事件」。

「太石村事件」爆發後，由於大陸媒體的封鎖，曾一度在網絡界及民間引起廣泛的討論。綜

觀「太石村事件」的前前後後，我們可以發現，「太石村事件」涉及三個維度的問題：一是

中國民間維權運動的進一步自覺化、自主化、理性化與公開化；二是合法化的民間維權運動

遭遇了來自官方力量的阻遏與干擾；三是維權運動的合法化及村民法律意識的覺醒與中國憲

政轉型的民間土壤的進一步生成與完善。此三個維度充分反映了憲政文明及憲政轉型在中國

的艱難孕育與生長，憲政文明正在民間豐厚土壤的滋潤下艱難地妊娠。

「太石村事件」的重大意義在於，它並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針對於政府

的暴力行為來說，村民的行為是非暴力的），更不是一次簡單的以暴力對抗暴力的運動，而

是一次民間社會試圖通過憲政法治途徑來與官方社會進行合法化博弈與利益訴求的群體性維

權運動。與以往的單個人的維權行為相比，此次「太石村事件」幾乎是一種全體村民的集體

維權抗爭，上自八十多歲的老太太，下至十多歲的幼齡兒童，甚至包括作為最為弱勢的婦女

群體，也參與到了此次集體維權的運動之中，而且，在此次維權運動中，婦女和老人表現得

最為勇敢。可見，它既是個體法治意識的覺醒，也是群體法治意識的覺醒。在此次事件中，

我們明顯可以看到，作為民間社會的太石村村民，運用的是法律武器、民主的武器和道德的

武器來與村委會、鎮政府及區政府進行合法化的抗爭，抗爭的目的不是為暴動，不是為顛覆

政權，而僅僅是進行自身的利益訴求，是為了追求基層的民主和草根的民主。太石村是中國

鄉村社會的一個縮影，「草根民主」的呼聲在任何一個像太石村這樣的鄉村都表現得同樣突

出。村民們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即使是面對握有強權的官方和警察，也仍然顯得異常理

性，他們還盡量避免與當地政府部門發生暴力衝突。然而，正是這一理性的合法的民主的利

益訴求方式，卻遭到了來自官方的粗暴干涉和殘酷鎮壓，以至於政府動用大批的警力（五百

多名防暴警察和武警手持警棍和槍械開著警車來到現場鎮壓）通過暴力方式鎮壓村民，導致



了大量村民的傷殘，而警察事後卻揚長而去，而且據目擊者稱，坐在警車內的就有當地某長

官某某某。更令人氣憤的是，當村民向上級有關部門（如番禺區民政部門等）求援時，卻遭

到了許多的冷落和回絕。

太石村村民以民主、合法的方式來追求鄉村民主自治的理想被代表民主合法的當地政府所親

手剿滅，既表徵著底層民主自治意識與民間憲政意識的初步覺醒，也表徵著民間維權與鄉村

民主自治在中國酷烈的現實政治語境下的難產。「太石村事件」，於中國憲政而言，既是一

種幸運，也是一種不幸。幸運的是，「太石村事件」預言了那種自下而上的憲政轉型模式的

可能，也預言了那種自下而上的憲政轉型模式的舉步維艱。「太石村事件」雖然以村民的暫

時失敗、官方的暫時得勢而告終，但這僅僅是一個偶然的具體事例上的失敗，而非整體性的

失敗，自下而上的憲政轉型模式並非不可能，而是時機未成熟。「太石村事件」的深刻性在

於：它再一次證明了中國現行的政治運行模式尤其是基層政權運行模式已經到了不得不轉型

與改革的地步了。現行的基層政權運行模式嚴重阻礙了基層民主與中國憲政轉型的進一步發

展。

或許，任何學理化的理論詮釋都不能很好地對憲政的本質涵義進行注解，而酷烈的現實壓力

卻能成為憲政文明得以萌生的最好的注解。但是，我們仍然有必要對「憲政」進行綜合地考

察。從學理上講，「憲政」一詞最早源於西方，在英國最早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我們可以

看到對「憲政」一詞的最早闡發。在政體上，中世紀的英國實行的是君主制，然而，隨著資

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君主制顯然不能使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權利和利益得到根本的維護，於

是，議會制便取代了君主制，或者說是君主立憲制或議會君主制取代了君主專制，而唯一代

表議會表達方式的合法的綱領性文件便是憲法，於是，以憲法制約王權的政治運行模式便成

為「憲政」的代名詞。從根本上講，英美式的政體運行模式都是以憲政為主體、三權分立式

的漸進式模式，而法、德則恰恰相反，法國大革命採取了與英國革命恰恰相反的革命模式，

法國大革命成為了一種激進式的暴力革命的傳統，這種革命傳統雖然建立了法國式的強有力

的資產階級政體，但是，卻為法國後來的社會大動亂埋下了伏筆，帶來了隱患。從某種程度

上講，俄國、中國的民主革命恰恰是沿襲了法國大革命的這種政治「精髓」，而所謂的民

主、民族革命只不過成為了階級與階級之間、權力集團與權力集團之間爭奪政治話語權、政

治統治權的工具而已，僅僅是一個代名詞。當然，我們已經看到，雖然暴力革命摧毀了舊的

制度文明、舊的政權組織和舊的意識形態，但是，它對憲政文明、自由政治精神所造成的破

壞又幾乎是毀滅性的。無論當權者進行怎樣的意識形態宣揚，受壓制的始終是底層群體，底

層群體往往被充當了權勢者進行革命與改革、意識形態轉換的工具，哲學層面的馬克思主義

往往被昇華成為了一種政治學說，昇華成為了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權勢者所打的恰恰是為底

層群體謀取利益的旗號。實際上，在激進式的暴力專制政體中，底層群體的個人權利往往被

扼殺了。中國的革命意志言說往往被浮誇成了民族的、集體的、國家的、整全性的權利與利

益，而個體的權利卻恰恰被忽視被扼殺了。這就是憲政民主在中國最為缺乏的表現，也是憲

政民主在中國最為缺乏的原因。因為憲政民主恰恰是以追求每一個社會個體的權利與利益為

目標的政治運行體制，限制政府權利，恰恰是為了彰顯個體權利。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時代，

這顯得尤為重要。市場經濟時代是一個個體權利應該得到彰顯的時代，如果個體權利得不到

足夠的彰顯，那麼，市場經濟就必然不能按照自身的規律來運行，市場經濟就必然是被權力

所扭曲的市場經濟。太石村作為南中國廣州市郊的一個現代化的鄉村，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

的全過程，其市場體系也發育得較為完善，而正是這種健全的市場體系，才塑造了村民健全

的市場意識，正是這種健全的市場意識，才塑造了村民健全的現代民主憲政意識和公民權利

意識。所以，一當發生在常人看來是小小的村委會選舉之類的事件，村民就顯示出了成熟的



政治理念和強烈的公民權利意識，那就是，必須堅決捍衛個體的權利與利益，哪怕是付出流

血犧牲，也在所不惜。而一當這種單個的個體權利意志得到了會合之後，它就會自發地形成

一種集體意志，由捍衛個體權利上升到捍衛集體權利，這就必然形成一種群體性的維權運

動。

研究歷史上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和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非常有意義，也非常有助於我們研

究憲政轉型在當下中國的政治遭遇。嚴格意義上講，革命是激進式的政治路徑，憲政是漸進

式的政治路徑。革命是內部力量（權勢者或革命者）利用外部力量（革命群眾）為了取得政

治話語權而進行的一種政治統治權的轉移，它是使政治權力由一個政治集團向另一個政治集

團轉變的必要條件；而憲政則不同，憲政是一種內生性的政治權力運行模式的變革。但是，

憲政的要義又在於，其變革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內部的權力資源配置的和諧，而且還是

為了使外部的群體獲得其本應該享有的權利與利益，這就是要通過憲政，減少政權內部的權

力資源，而使外部群體獲得公民權利。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講，憲政又決不是內部的憲政，

憲政決不是單單靠內部性的力量調整就能取得成功的，而必須有外部因素的注入和推動，即

在客觀上，必須先要有一種自下而上的革命或運動的掀起，才能推動權力擁有者的政治變

革。這儘管是一種被迫性的政治變革，但是在中國獨特的現實政治語境下，也只有通過這種

特殊的方式，才能使憲政文明漸行漸近。當然，這裏所說的自下而上的運動並不是我前面所

說的暴力運動和流血犧牲。相反，我們恰恰是要規避那種流血犧牲式的非正義性的暴力性運

動。非正義非理性的暴力運動是自下而上的，但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運動不都是非正義非理性

的。只有弄清了這兩個概念的區分，我們才能避免陷入那種「革命的憲政」或「憲政的革

命」的理論怪圈之中。西方歷史上的資本主義進程往往是革命與變革交替進行的，或者是先

進行暴力革命後進行政治變革，這就使得一切政治制度的施行都有了可靠的保證。革命往往

是徹底性的摧毀性的，它對舊有的不合理的生產方式、政治體制、制度文明和意識形態都有

著根本性的衝擊和毀滅，這就需要在新的意識形態和生產方式下重建新的政治文明和法治文

明。然而，在中國漫長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雖然經歷了漫長的民族民主革命，雖然為換取

「現代化」這個果實而付出了沉重的流血犧牲代價，雖然實現了階級的更替和社會制度、意

識形態的根本轉換，但是卻基本上沒有實現憲政文明，沒有培育出履行憲政文明的政治和社

會環境。極端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從根本上就排斥了憲政文明衍生的可能性。原有的

政治生態被打破，而新的政治生態又沒有建立起來，所以，中國實際上就陷入了一種政治生

態嚴重稀缺的真空之中。面對西方的文化衝擊，中國人在文化觀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曖昧

和執著，中國文化生態中已經衍生了許多西方文化的因子；然而，在政治生態上，中國卻陷

入了一種對西方政治生態的決絕和對抗之中。在文化上對西方的極度親和和在政治上對西方

的極度決絕構成了鮮明的對比，甚至也構成了中國人的一種病態的思維怪圈。因此，我覺得

中國人在政治上應該主動向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和法治文明借鑒和轉型，而在文化形態上，應

該保持自身的文化形態，構建新型的文化形態。

再回到「太石村事件」上來，「太石村事件」儘管是一件很平常很偶然的鄉村政治事件，然

而，就是這一鄉村政治事件，卻得到了像《紐約時報》、《費加羅報》、《美國之音》、英

國《泰晤時報》、台灣《中央新聞社》等海外知名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報道，美國《紐約時

報》被稱為是記錄世界歷史進程的偉大報紙，就是中國一個小小村莊所發生的事件，它都能

詳細記錄，然而，在中國本土，除了一個有良知的《南方都市報》和一個變態的《番禺日

報》（《番禺日報》曾經對「太石村事件」進行了歪曲的報道）以外，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

媒體都啞了聲。中國媒體在這件事上的緘口不言是致使整個事件進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媒體應該為此道歉和負責。媒體的缺席也就導致了政治監督的缺席，政治監督的缺席



實質上就是憲政的缺席。

「太石村事件」還給了我們這樣一個關於憲政的啟示：任何憲政轉型都必須建立在豐厚的民

間土壤基礎之上。沒有豐厚的民間土壤，沒有自下而上的民間運動，憲政轉型便遙遙無期。

知識分子的憲政啟蒙和引導是先導，底層群體的推動是保證，上層官方的本體變革是根本。

「太石村事件」至少隱含著這樣一個事實：憲政意識、法治意識和民主政治意識已經在太石

村村民心中覺醒和復蘇。而且，「太石村事件」還給了我們這樣一個信號：知識分子層面的

啟蒙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底層群體的接受。學術層面的啟蒙已經與大眾結盟，這是一個

非常微妙然而又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在「太石村事件」的前前後後，出現了許多的知識分

子、專家學者、媒體人士和公益律師群體的聲音與呼號，特別與以郭飛雄、王怡、范亞峰、

高智晟、趙達功、胡平、秋風、溫克堅等為代表的政法系學人和公共知識分子、公益律師群

體的呼籲、號召和推動是分不開的。我手裏有一份關於「太石村事件」的長達十五萬字的

《太石村事件備忘錄》，記錄了「太石村事件」發展至今的全部經過及進展情況，並附有大

量村民的行動口號、媒體披露文章、專家學者及公益律師群體的行動、號召，以及當地政府

及社會的反響。我以為這是一份迄今為止記錄中國民間維權運動及追求鄉村政治民主的最完

整最詳實的歷史資料之一，雖然該資料還遠沒有達到它應有的完整程度。

從學理上講，維權與憲政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二者是一座橋樑的兩端，橋這端是維權，橋

那端是憲政，而連接這端和那端的就是法治。維權、法治和憲政之間共同構成了現代民主政

治的一個體系。法治是維權與憲政的中介因素。沒有法治，維權不可能，憲政更不可能。要

從維權走向憲政，也同樣必須法律來聯結。維權和憲政正是因為法治才成了親家。維權是底

層的，憲政是上層的。但沒有底層作基礎，憲政也將是一句空話。而且，憲政之實質要義在

於，要限制權力，彰顯權利，限制權力的目的就是要維護權利。中國要實現公民社會，就必

須從威權政治轉向民本政治、公民政治，從專制政治轉向憲法政治。以權力制約權力並不可

取，它不但不能約束權力，反而還可能增加權力。權力在約束權力的過程中，完全會導致新

權力的滋生，隨著新權力的滋生，腐敗也必然滋生。所以，憲政轉型的根本之點在於，要減

少權力。那麼，如何來減少權力呢？法權能不能減少權力？答案顯然是不能肯定的。因為如

果法權與政權不分，或者政權仍然淩駕於法權之上，那麼法權就仍然不能抑制政權，或者是

法權與政權合謀。司法不獨立，人治不廢除，法權仍然不能起任何作用。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要實行憲政，就必須給法權以獨立的身份與地位，那麼法權如何才能有

效地抑制政權？司法如何獨立？人治如何廢除？我的考慮是，還法於民。即將法權由政府或

官方交還於民間。只有這樣，民間才能擁有獨立的法權。由民間主導法權，那麼法就能有效

地監督、制約政權，因為現代社會，民間在沒有任何權力的情況下，只有通過法律這一相對

中立的公正公平的調解因素，才能與強大的權力擁有者進行對抗和博弈。民間擁有法權，就

意味著民間可以用法權監督政權，即民間監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監督政府或政府監督民間。

在中國現實的政治語境下，這似乎是一種「烏托邦」空想。然而，在西方，卻已經成為了一

種事實。因為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更為開放、更為透明、更為健全，而市場機制的開放、透

明和健全又促成了西方大量的民間性法律團體和法律機構的出現。這種法律機構和法律團體

既是商業性的，又是公益性的，還是非政府性的（當然，政府性的也有）。西方國家雖然是

由國家立法，但是卻由民間執法和司法。中國之所以尚未形成這種獨立的機制，一是受政治

體制的約束，二是市場機制發育不健全，法制資源不能完全由民間和市場來配置，民間法律

土壤也不豐滿。這也是導致憲政不能實現的根本原因。幸運的是，「太石村事件」讓我們看

到了民間法律資源生長、中國基層民主政治轉型的星星之火。還是那句老話，事件是偶然



的，是星星之火，但是星星之火，卻可以燎原。「太石村」就是一個縮影，是中國憲政轉型

的「井岡山」和「小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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